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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万拿着儿子的遗照，来到当年发现孩子的地方。他一直认为，儿子2003年是被“背包党”拐骗殴打后扔在这里致死的。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

这是两个已经过去很久的案例，是在本报等多家媒体对“背包案”进行大规模报道之后，最近才浮出水面的“旧闻”。在这两个案例中，按受害者亲人的叙述，“背包党”的行骗和暴力导致了两个生命的消亡。

虽然我们通过约一周的连续报道，已对“背包党”的伎俩、组织、危害都有了一定了解，但生命的消亡使这两起“旧闻”仍有重新叙述和审视的必要。

这两个案例只是冰山一角。截至昨日，已有上百名读者致电本报，讲述自己或者亲人被骗的经历，谴责“背包党”的恶劣行径。

医生万先生：儿子获救时血染荒郊



　是“背包党”害死了我的儿子，毁了我们一家的幸福……我一定要找他们报仇，甚至是同归于尽。

――痛失爱子的老万



站在罗冲围金沙街一家藤厂附近的小路边，来自湖北的老万黯然神伤。“我没想到广州火车站这么复杂”，儿子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，留给老万锥心的疼痛和最深刻的仇恨。

老万的儿子名叫万思高。2003年，读大三的万思高坐火车来到广州，数日后被发现躺在荒郊，后送院不治身亡。老万根据情形判断，儿子应当是下了火车被人所骗，这才丢财丧命。他把矛头指向长期在火车站一带拉客行骗的“背包党”――“是他们害死了我的儿子，毁了我们一家的幸福”。



大三学生患病来穗

万思高是西安工程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法律系的学生。据该学院院长助理何教授介绍，万思高身高1.8米左右，长得很灵气。2003年5月，他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，正准备报考中山大学管理系研究生。

不幸起始于非典期间。当时，万思高心情烦躁，睡眠不好，食欲不振，并出现持续性头疼、胃痛，经校医诊断患有胃病、神经官能症，不能参加考试。因无法在校坚持学习，万思高请求到广州市找当医生的父亲，并向学校写了书面申请，办理了缓考手续。

万思高的同宿舍男生在一份书面材料中叙述：“他(万思高)总是说回家感觉很好，回到家可以吃到妈妈做的好吃的菜，他也总有个愿望，就是以后工作结婚，也跟爸妈住在一起，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感觉很好。”



咽喉有掐过的指印

2003年6月26日，本该是万思高从西安抵达广州的日子。但直到当晚，老万仍然没有得到儿子的音讯。他忙向学校和湖北老家打电话打听，却无人知道万思高的行踪。

获悉儿子的下落已是5天之后。老万清楚地记得，2003年7月1日晚10时许，110打来电话告知，万思高被人发现躺在罗冲围金沙街的荒郊小路边。老万心急如焚地赶到现场，儿子昏倒在草丛里已奄奄一息不省人事，白色的校服上到处都是血迹，下身穿着一条短裤，随身携带的商务通、手机等全都不见踪影，脚上穿着的耐克凉鞋变成了一双破皮鞋。老万大声呼唤，儿子轻轻呻吟了几声。“还活着！”老万赶紧把儿子送到医院治疗。

藤厂的两名保安称，最早有人发现受伤的万思高是在6月28日，当时还以为是一具尸体。附近菜地的一名菜农则称，万思高在草丛里躺了两三天，身上除了学生证别无它物。

经医生检查，万思高咽喉处有被掐过的深指印，肩部、膝部和腿部多处都有伤痕。2003年8月3日9时23分，23岁的万思高呼吸心跳停止，永远离开了人世。



“我要报仇，甚至同归于尽”

从儿子受伤昏迷到死亡，老万记得儿子一共只说过断断续续的3句话：“爸爸，是警察救了我”，“爸爸，我想不到广州火车站会有那么复杂”，“这些坏人浑水摸鱼，一定要惩处他们”。

老万觉得自己找到了线索，“年轻人刚下火车，肯定是被‘背包党’骗了，搜光钱财殴打一顿后抛在荒郊野岭”。他对此非常懊恼，他说事情其实有过前车之鉴――以前，他有个湖北老家的亲戚，在广州火车站被一伙人骗到新市，后来逃跑出来才躲过一劫。老万还经常拿这件事提醒儿子，结果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
“仇恨，我现在内心只有仇恨。”老万握紧了拳头，一遍又一遍地跟记者叙述他对“背包党”的仇恨。

事隔两年，万思高死前究竟遭遇了什么，迄今为止仍是个谜。老万一直把凶手锁定为长期在广州火车站一带骗人害人的“背包党”，他恨得咬牙切齿，“我一定要找他们报仇，甚至是同归于尽”。

湖北朱先生：遭脱光搜钱　老父自杀



父亲留下来了，但从来不笑，经常偷偷流泪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。老人临走时说，“儿子，我把你这条路竖起来了(方言：指永远不来广州了)。”

――失去父亲的朱先生

“5年前，父亲被“背包党”抢劫，脱光衣服，遭受很大的羞辱，1年后抑郁自杀了。”前天，广州军区军官朱先生向本报投诉。



电话那头老父在哭

2000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朱先生突然接到了一个本地电话，电话那头，他的父亲朱德松正在哭泣。“住在湖北农村的父亲怎么突然就来了？”朱先生很疑惑，但来不及多问，赶紧去接父亲。

“父亲想给小孙子一个惊喜！”朱德松的三儿子朱三郎说。1999年，广州的大哥生了儿子，父亲就在老家忙开了，按照农村的习惯，找人打制长命锁等银器。一切准备好后，老人未打招呼就坐火车来广州。

朱先生称，以前父亲也来过广州，但都是白天到的，这次火车提速了，夜里抵达。他赶到荔湾小学旁边时，看见父亲坐在地上，头部有淤血，衬衫也烂了，掀起衣服，只见身上青一块紫一块。父亲见到儿子，失声痛哭，说出了事情原委。

那天凌晨4点多，老人朱德松刚下火车，天空下起了雨，旁边停有一辆残旧的中巴，3名操着湖北口音的男子在车上喊着，“老乡，快上车躲躲雨”。朱德松没想太多就上了车，随后又上来几名旅客，基本上都是老弱妇孺。

大概凌晨5点，天还没亮，车门突然关上开车了。朱德松开始担心，问怎么回事，车上那些男子突然变脸，不让大家出声。车开到一个高架桥底(后经寻找在彩虹桥附近)停下来了，七八名男子命令车上的十几名乘客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大家明白进了贼窝，都不敢反抗。朱德松不愿交出给孙子的礼物，动作稍慢了一点，对方立刻冲上来拳打脚踢。



被脱光搜钱后赶下车

后来歹徒怀疑有人将钱藏在衣服里面，又命令全部人不分男女都把衣服脱光，连裤衩都要脱掉。朱德松不愿脱，又遭到毒打。财物都刮光后，歹徒强行将光着身子的乘客赶下车。有些被抢的人身无分文又不熟路，死活不肯下车，歹徒就强行拽下车，连娃娃大的婴儿也扔下车。乘客全部赶下车后，歹徒才把衣服扔下车。

朱德松穿上衣服，在彩虹桥附近流浪，后来走到荔湾路荔湾小学附近，被一个晨运的好心老伯发现，上前询问他的情况，然后通知其儿子前来。

朱先生说，他见到父亲时非常心痛，也很着急，一开始还埋怨父亲，“怎么一声不响就来了，说一声我去接你，不就什么事都没了”。父亲听后哭得更伤心了，当即就说要马上坐车回老家，再也不想呆在广州了。朱先生劝不住，忙说求父亲回家看一看小孙子。

朱先生说，父亲虽然留下来了，但从来不笑，经常偷偷流泪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。老人临走时说：“儿子，我把你这条路竖起来了(方言：指永远不来广州了)。”



父亲原本活得“骄傲”

朱先生说，父亲在当地农村做过会计，书法也很好，是当地的名人。母亲虽然早逝，但父亲的生活并不是很封闭，天天有人聊天。老家邻居魏某称，朱德松在村里活得非常“骄傲”，3个儿子有本事，全部在外面，还有个在广州当了官，老人经常在众人面前谈论儿子的好。朱德松去广州时，整个村的人都知道，可回来后，老人就很少说话，从来不提在广州的情况。三儿子朱三郎解释，父亲很在乎自己的名声，被歹徒脱光衣服的经历令他受了很大侮辱。

朱三郎说，父亲一直很开朗，他经常和父亲开玩笑，好像是兄弟般相处，反正就是开心，可这件事以后，父亲就变了，每天就关在家里，不理睬人，原本硬朗的身子骨也差多了。1年后，儿子们突然接到噩耗，“父亲喝农药自杀了”。

邻居魏某说，朱德松为什么自杀，他们也想不通，只知道他从广州回来后就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朱德松的儿子们则认为，父亲是因为在广州遭抢，受到侮辱，最后因为抑郁而喝农药自杀的。 

相关专题：广州背包党黑幕大起底 

相关专题：广州火车站黑恶势力严重 